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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文学的角度审视《庄子》，可见其中广泛地使用了变形艺术方法。该书广泛运用变

形之法，与作者深受楚文化之影响有关。楚人的思维方式，楚文化圈流传的远古神话，楚地

的艺术创作，均是促使《庄子》变形之法广泛生成、运用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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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作为一种艺术方法，主要指审美创造主体在一定的思想倾向、审美情趣的观照下，根据

作品内容的特点和创作主体内在意绪的需要，对客观事物或社会现象的固有形态作有意或无

意的“破格”描写，一般表现在对人物、事件、景色等作各种扭曲形式的描写；也指审美知

觉变异，即审美主体的视角异于常态，使得对象在物理属性无变的情况下发生某些固有性特

征的变化。 
 
从文学的角度审视《庄子》不难发现，作者在审美创造中运用到了多种艺术方法，其中以变

形艺术方法的运用最为广泛。其艺术变形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物的人化和人的物化。《庄子》作者在万物齐一的世界观支配下，往往在其笔下消释了世间

人、物固有的自然属性而使之浑然相通：物具人情，人有物性。书中自然物人格化之例甚多，

如托梦于人的栎树（《人间世》）等。此外，作者还常物我两忘，将人拟物化，如“庄周梦蝶”

的故事即其例。 
 
突破对象形体在量上的规定性，对其形体作无限扩大或缩小的描写。如《外物》写鱼饵：“任

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则阳》写小人国：“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

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所写鱼饵、小人国，均突破了自然

形态的物理规定性，朝着无限大或无限小的方向趋归，发生了大幅度变形。 
 
化丑为美。将丑的、恶的客体作为艺术表现的正面对象，把常人所不能美化、艺术化的事物

加以美化和艺术化，使“臭腐复化为神奇”。如《德充符》中叔山无趾、哀骀它等，从外表

上看其貌不扬，甚至是丑不堪言；但就内里而言，都有“德充之美”：叔山无趾之德有过于

儒家孔夫子；哀骀它“异于常人”的德性能使“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妇人见之者

而愿为其妾。依“常格”的审美知觉定势而论，丑陋、残缺的形象不应登入“美”的大雅之

堂，但《庄子》却能在形象的外观之相的丑与内在之质的美的对照中强化形象整体意义上的

美，从而使“常格”知觉观照下的丑陋、残缺的形象具有了非本原性的美感特征。这其实就

是对“常格”审美知觉定势的捩转，属于审美知觉的变异。 
 



 
 
消解历史人物的真实性。《庄子》中出现了一批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孔子、老子、庄周等，

但作者在描写这些历史人物时较大程度地淡化了历史的真实性。以孔子为例，《庄子》忽而

写他对颜回教以“心斋法”（《人间世》），使之变成了道家的忠实信徒；忽而写他“矫言伪行，

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跖》），使之变成了龌龊的小人。这与历史上真实的孔

子大相径庭。 
 
 
 
远古神话形象的再塑与重构。《庄子》大量运用了远古神话传说，但其运用，不像屈原赋那

样较多地保留神话的原型，而更多地表现为开拓和创造，即对远古神话形象进行再塑和重构。

如《应帝王》中的中央帝“浑沌”，面目浑然，无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形象就是在上古

神话中黄帝（见《淮南子·天文》高诱注）和帝江（见《山海经·西次三经》）的原型的基

础上经作者虚拟重构而塑造出的。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上古神话中黄帝、帝江形象的原

有形态，即有所变形。 
 
 
 
自然人的神化。《庄子》塑造了不少人物形象，而且有很多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作原型进行

塑造的。但作者为了阐释自己的哲学意念，往往在这一部分人物身上倾注了特别的情意，终

致这些人物异于常人而趋于神化。如，列子本是真实可考的历史人物，但作者为着阐说“无

己”、“无待”的理念，乃用变形之法将他写成了几近神仙的奇人：“御风而行，泠然善也。”

（《逍遥游》）此外，《庄子》中的圣人、真人、至人，也显然是在现实自然人的基础上神化、

变形后塑造出来的。 
 
 
 
偏离生活原生态的梦觉描写。梦觉，一方面是反映生活的，另一方面又是远离生活的，往往

以歪曲、变形的方式反映现实。对以变形为其重要特点的梦觉现象，《庄子》有不少精彩的

描述，除著名的“庄周梦蝶”外，还有“匠石梦栎树”（《人间世》）、“宋元君梦神龟”（《外

物》）、“庄子梦髑髅”（《至乐》）等。在这些描述中，作者利用梦觉的魔杖把现实生活点化、

变形为各种意象，从而构筑出了迥异于现实生活的虚无缥缈的“第二自然”。 
 
 
 
借助“通感”之法异化原有表象。通感是人的各种感官的彼此交通。通感能带来变形，因为

“借助联想而产生不同器官之间在心理上的相互沟通，实质上乃是一种幻觉与错觉。因此，

对原来的表象来说就是一种‘变形’”①。《庄子》借助通感之法进行变形描写的例子也较多，

如《天运》对石破天惊的音乐形象的描绘就是一个显证。作者把本是沟通于听觉的音乐形象

写成是沟通于所有感官甚至宇宙精神的实体，从而酿成了音乐形象的变形。 
 
 
 



上面所述表明，变形方法在《庄子》中运用得相当普遍、广泛。然则，艺术变形为什么能在

《庄子》中广泛地得以运用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作为艺术这一实体构成要件的

艺术方法，其形成和运用要受特定时代多种社会因素的交汇制约，但文化的因素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因此，探究《庄子》广泛运用变形之法的原因，不应抛弃对其作者所处文化背景

的考察。我们认为，古楚文化的影响是促使该书广泛运用变形之法的一个重要因素。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载：“庄子者，蒙人也。……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

以为相。”马叙伦《庄子年表》云：“庄子于（楚）威王时，尝至楚。”由此至少可以看出两

点：《庄子》作者活动的主要区域——蒙，古属宋国，在今河南商丘一带，去楚不远，是楚

国文化辐射的地方；作者确实到过楚国，还很可能在楚国生活过。此外，《庄子》中不少地

方写到了南楚的人物、习俗、经济等，如《山木》借楚人市南宜僚之口描述过“南越”（即

南方楚越之地）的有关情况。综此，《庄子》作者受到过荆楚文化的熏染，应是不争的事实。

正因此，任继愈先生的《中国哲学发展史》谓庄子哲学是在继承发展老子哲学的基础上，以

“丰富多彩的楚文化为背景孕育而成”。其哲学思想既与楚文化相涉，其艺术创造无疑亦然。 
 
 
 
既然如此，那么楚文化对《庄子》变形之法的生成、运用究竟有何影响呢？对此，可从如下

几方面来看： 
 
 
 
首先，楚人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影响着《庄子》作者，为《庄子》艺术变形的广泛生成奠定了

心理基础。 
 
 
 
楚民族因其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古文化的深沉积淀，形成了带有浓烈民族遗风的民族心理，

处处彰显着浪漫的“幻觉型”思维的活力，以奇幻诡谲的联想、玄奥神秘的领悟去反映和理

解现实世界。这种事实，从根本上说是与楚巫史文化互为因果的。楚民族是一个信鬼神、重

淫祀的民族，即使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北方一些民族的理性主义精神的曙光已于历史的苍穹

显耀之时，楚人还没有动摇他们那种不重感官之知和推论之知的文化心理，而表现出的仍是

对巫觋宗祝文化的执着：“（楚灵王）简贤务鬼，信巫觋，祀群神，躬执羽帗舞坛下”（桓谭

《新论》），“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汉书·郊祀志》）。原始巫风

盛行，影响及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应以“信”“实”见长的史书也笼罩在诡秘的神

学之光中，如“梼杌”本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而楚人竟以此名其史传（见《孟子》）。原始

宗教、巫风盛行，足以说明楚人的思维方式是以非理性的奇思幻想为其主导面，因为巫史文

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无拘无束的浪漫想象去把握世界，对客体不是进行理性的逻辑思考，而

是显示出原始、自发的精神自由，具体表现为主体突越语言、物象、概念、判断、推理的束

缚，而将自己的情感、意志投射到客观世界中去，在心中构造出一个个神祇鬼怪，并赋予它

们神奇的超现实力量加以崇奉。楚人在巫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以排斥逻辑思维程序和经验

法则为特点的非理性思维，在楚人的文化生活中落下了浓重的投影。如精采绝艳的《离骚》



写诗主人公“就重华陈词”、“周流求女”，“远逝自疏”时，呼风唤雨，遣龙役凤，麾望舒，

使飞廉……一切都显得奇谲怪异。又如，在楚故地出土的“虎座立凤”、“人物驭龙图”等艺

术品，构思奇瑰，造型怪诞，给人一种神秘的幻化感。这些，都明显是充满冥思幻想的非理

性思维的产物。 
 
 
 
《庄子》作者的艺术思维是否受了楚人上述思维方式的影响呢？回答当是肯定的。《庄子·养

生主》有云：“庖丁为文惠君解牛，……合乎桑林之舞。”所谓“桑林之舞”，是楚文化圈中

特有的、巫者用以献神祀鬼的舞蹈（桑林为祭祀场所　；《庄子·天运》所写到的石破天惊、

诡异神秘的“咸池”之乐，也被特意放在楚国巫风盛行的“洞庭之野”上张设。《庄子》以

激赏的笔调描写这些，表明楚巫史文化对作者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因此，《庄子》作者的艺

术思维自然会受到与巫史文化相随的非理性思维的影响。此外，从《庄子》的许多言论中，

也可寻绎出作者受到楚人思维方式影响的蛛丝马迹：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人间世》） 
 
 
 
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 
 
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骈拇》） 
 
 
 
综合以上《庄子》中的言论不难发现，“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云云，正如论者所说，是

主张“感官停止活动，以排除外界刺激物对思维、想象的干扰”②。换言之，即认为人的思

维应摆脱由眼、耳等感官获取的感觉的局限，突越物象的束缚，抛弃被人之感觉经验所验证、

认可的任何规则，而以本心之体验为准绳，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构筑出一个个“自闻”、“自

见”的时空境域。《庄子》作者所标举的此类思维方式，与上述楚人超越逻辑思维规程以及

经验法则的非理性思维，可谓合若符契。 
 
 
 
《庄子》作者不仅在理论上张扬上述超经验法则的非理性思维，而且在艺术形象塑造过程中，

也像楚艺术家一样，经常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庄子》一书“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刘熙载

语），时写鸟兽虫鱼对话、髑髅言“南面王乐”，时写大鹏背长几千里，翼若垂天云，又写至

人“乘云气，骑日月”……显然，这些变形描写都是在混淆现实与想象、幻想之畛域的非理

性思维中完成的。由此看来，《庄子》作者和楚人（特别是楚艺术家）在思维方式的依归和

运用上，有惊人的相同之处。这只能解释为《庄子》作者深受了楚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其次，楚文化圈中流传的远古神话给《庄子》艺术变形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技法上的范式。 
 
 
 
尽管前文指出《庄子》作者对巫史文化传统表现出自觉破坏，以致对远古神话进行开拓和重

构，但我们并不否认远古神话对《庄子》之文的影响。关于远古神话对《庄子》的影响问题，

学术界已获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如赵明、张军先生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一文中指出：

“庄子的寓言虽然也不乏取材于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者，但更多源于古代神话的佳篇。……

《山海经》大约成书于战国秦汉之间，但是神话记录的时代总要晚于神话产生的时代。庄子

是否见过《山海经》不得而知，但其受到《山海经》所载神话的影响却是信而有征的。”③

又据顾颉刚先生《〈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所论，古代神话

的昆仑、蓬莱两大系统曾在楚文化圈中传承并碰撞、融合，而《庄子》作者受其润泽。然则，

具体到艺术变形上，远古神话对《庄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我们认为影响主要有二：一

是为《庄子》的艺术变形提供了可资借用的奇诡瑰美的意象群落，亦即提供了大量可以利用

的素材。如前文提到的黄帝、帝江就是明证。又如，楚文化圈中流传着禺彊神话，故屈原《天

问》曾以“伯强（即禺彊）何处”设问。禺彊神话的影响也及于《庄子》，其《逍遥游》中

鲲化大鹏的变形描写，就是以禺彊为原型。袁珂先生在《山海经校注》中谈及人面鸟身、鱼

身手足的禺彊时说：“当其为海神之时，固‘鱼身手足’之鲲（鲸）也，固‘大不知其几千

里’也，然而一旦‘化而为鸟’则又‘人面鸟身’之鹏也，则又‘背不知其几千里’、‘怒而

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也。”二是远古神话所蕴含的艺术变形的运思方式及表现技法，给《庄

子》作者运用变形之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可资借鉴的范式。神话运用变形方法，可以说是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神话里“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形态：由于一种突

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因此，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

出特性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④。既然远古神话

的创造被变形法则普遍支配着，则其中无疑积淀了先民在艺术变形过程中特定的运思方式和

表现技巧。因此，《庄子》作者受惠于楚文化圈流传的神话，无疑会受到神话中所含运思方

式和变形技法的影响。这一点，将《庄子》与有关上古神话略作比较，的确可得证实。如《山

海经·大荒东经》有云：“有小人国，名靖人。”郭璞注云：“《诗含神雾》曰：‘东北极有人

长九寸。’殆谓此小人也。”由此看来，远古神话常以缩小对象形体的变形方法塑造形象。无

独有偶，《庄子·则阳》中亦有小人国，其小得可置于蜗牛之角。而对《庄子》的这种写法，

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是受了远古“小人国”神话之变形经验的启迪。 
 
 
 
再次，楚艺术创作上夸张变形的浪漫情调给《庄子》作者的艺术心灵以熏陶，直接促使变形

广泛生成。 
 
 
 
楚人在艺术创作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对变形、夸张的手法用得很多，基本上摆脱了具象模

拟的羁绊，这一特点，只要看看楚国故地出土的文物，就不难发现。如皮道坚先生论及春秋

战国时期的楚漆器时，谓其纹饰“是将传统的怪兽、龙凤形象肢解打散，予以变形，再重新

根据装饰、表现或象征的需要组合起来”⑤。又如，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的战国墓内



棺，上面绘满了鬼怪纹饰：有飞天载魂的羽人，有驱鬼逐疫的方相氏……特别是棺画上绘的

神兽像，一看就知是在人像的基础上变形而成：在人头顶上加上了尖锐的牛角，脸上还安插

上了修长的虎须。再如，湖北江陵雨台山出土的战国中期１６６号墓中的虎座立凤，凤鸟踏

在虎背上，凤鸟身上比一般鸟多出两翅，并且还插上了两支色彩艳丽、寓意吉祥的鹿角。总

之，从大量的实物看，楚人所创造的艺术品中，客观物象的自然形态总是被楚人奇异瑰美的

想象的冲击力突破，发生了外观之相的扭曲变形，使人看后能产生一种经验感知被超越的新

奇感。 
 
 
 
这种普遍运用夸张变形之法以追求迷离变幻之情调的艺术创造，也出现于《庄子》之中。对

此，只要将楚地的艺术作品与《庄子》中的相关变形描写稍事比较，就可见一斑。如１９６

０年在湖北荆门一战国墓中出土了大武铜戚，上绘人物一手持夔、一手操兽，左足踏月，右

足踩日，胯下乘龙，夸张变形而富有浪漫主义的奇情异彩；而《庄子·齐物论》中所写至人，

则是“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与大武铜戚所绘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如，

前述随县擂鼓墩出土的战国墓内棺，上绘飞天载魂的羽人，似有天马行空之感；而《庄子·逍

遥游》所写列子也是“御风而行，泠然善也”，与棺画上的羽人神相似。再如，江陵望山一

号战国墓出土的木雕座屏，雕刻有凤、雀捕蛇，蛙躲凤腹的场景，似乎在讲述一个善良战胜

邪恶的故事；而《秋水》等篇所写井蛙、蛇、鴳雀等，能言善道，同样充满童话形象般的稚

拙、奇幻。应该说，这些都不会是两者简单的巧合，惟一合理的解释应是：受楚艺术的浸润，

《庄子》作者已高度认同变形之法，并能将其用于创作实践，故与楚艺术品常有不谋而合之

处。 
 
 
 
（出处：《江汉论坛》2006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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